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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 从企

业微观层面对营商环境优化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进行了实证分

析。 结果表明： 营商环境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显著影响， 营商环境的优化

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这一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 从

具体作用机制看， 营商环境优化会通过价值链迁移以及创新激励提升企业出口国内

增加值率； 营商环境优化对于不同贸易类型、 不同所有制类型、 不同要素密集型行

业以及不同地区的出口企业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

认识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因素， 而且对如何从营商环境优角度探寻提升企

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对策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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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中国在上一轮开放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容质疑， 不仅体现为产业规模和经

济体量的迅猛增长，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但总体来

看， “低端嵌入”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所能获得的贸易附加值十分有限。 对此， 许

多案例研究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邢予青等， ２０１１） ［１］。 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和

低附加值创造环节， 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选择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任何发展

战略都只适合于特定的发展阶段。 面临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 尤其是全球竞

争的加剧和国内各种成本的上升， 继续停留在低附加值创造的价值链分工位置，
不仅会遭遇发展空间不断被压缩的窘境， 还会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难， 更无从谈

高质量发展。 正是基于对上述情形的判断，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加快 “促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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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的战略目标。 从微观经济主体角度看， 主要就

是指从低附加值经济活动向高附加值经济活动的转型和升级， 即提升企业出口国

内增加值是微观层面上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的重要表征， 也是体现中国

实现新一轮 “高水平开放” 的重要标志。 排除要素禀赋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实

现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或者说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这一艰巨目标的关键， 在于

适时调整开放举措。
对外开放就政策举措而言通常有两层含义， 一种是以降低和消除关税和非关税

壁垒为表现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发展， 即所谓的 “边境开放”； 另一种是通过不断

改革从而形成能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体制和制度优化， 即所谓的 “境内开

放”。 前一意义上的开放， 实际上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

特征和表现，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以来的主

要开放举措。 目前， 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和新特点， 虽然短期内以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 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等为表现的 “逆全球化” 思潮有兴起现象，
从而使得外部环境呈现复杂、 多变和严峻的局面， 但作为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必

然结果和客观规律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仍然是大势所趋。 其中， 从传统的 “边
境开放” 不断向 “境内开放” 的拓展和深化， 正是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所表现出

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这就提出了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课题， 作为规则等

制度型开放重要内容的营商环境优化， 是否能够推动以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等为表

现的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关于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尤其是对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性， 现有研究已经取得

了较为一致的观点， 认为良好的营商环境在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激发企业活力

（Ａｕｇｉ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２］等方面均具有积极作用。 从企业出口以及参与全球价值链

分工角度看， 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基本认为， 营商环境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表现

为诸如执行效率、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各种表征营商环境的指标， 对企业出口能力

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会产生重要影响 （刘胜和申明浩， ２０１９） ［３］。 但是在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 营商环境是否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产生影响尚没有定

论。 有关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因素研究中， 现有文献也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 包

括对中间产品内向化 （马丹等， ２０１９） ［４］、 出口企业的空间集聚 （闫志俊和于津

平， ２０１９） ［５］、 产业集聚效应 （邵朝对等， ２０１９） ［６］、 价值链嵌入位置 （高翔等，
２０１９） ［７］、 中间产品进口质量和自主创新能力 （诸竹君等， ２０１８） ［８］、 外商直接投

资 （张杰等， ２０１３） ［９］等可能影响因素的探讨。 综观现有研究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

影响因素的文献， 可以发现， 目前鲜有关于营商环境可能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

的直接研究。 鉴于此， 本文着重探讨营商环境优化是否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

值。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不仅有助于深化认识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关键因

素， 而且对于从优化营商环境角度探寻发展高质量和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也有着重要

启示。 更为重要的是， 能够为 “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 更加注重规则

等制度型开放” 的开放战略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本文可能的贡献和创

新在于： 第一， 在研究视角上， 本文着重从营商环境角度出发， 探讨影响企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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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增加值的因素； 第二， 在研究方法上， 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营商环境优化

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 第三， 在研究结论上， 作为影响企业出口国内

增加值的因素之一， 营商环境优化对不同贸易方式等具有异质性影响。

二、 研究设计

虽然从理论逻辑上说，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 营商环境优化会提升企业出

口国内增加值， 但上述理论假说仍然停留在理论推演层面， 所得结论是否正确与可

靠， 还需要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
（一） 变量选择

１􀆰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本文着重探讨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因此， 企业出口国

内增加值是被解释变量。 针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度和核算， 目前学术界已经

提出了诸多方法。 基于本文的研究需要， 借鉴张杰等 （２０１３） 的测算方法， 从企

业微观层面测算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作为本文计量分析的被解释变量。 具体测算公式

如下：

ｄｖａｉｊｔｋ ＝

１ －
ＩＭＰ ｉｊｔｋ ＋ Ｄｉｊｔｋ

Ｙｉｊｔｋ
， ｋ ＝ １

１ －
ＩＭＰ ｉｊｔｋ ＢＥＣ ＋ Ｄｉｊｔｋ ＢＥＣ

Ｙｉｊｔｋ
， ｋ ＝ ２

ω１ × （１ －
ＩＭＰ ｉｊｔ１ ＋ Ｄｉｊｔ１

Ｙｉｊｔ１
） ＋ ω２ × （１ －

ＩＭＰ ｉｊｔ２ ＢＥＣ ＋ Ｄｉｊｔ２ ＢＥＣ

Ｙｉｊｔ２
）， ｋ ＝ ３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１）
其中， ｄｖａ表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Ｙ表示企业的总产出， Ｄ表示企业所使

用的国内原材料中所包含的国外成分， ＩＭＰ表示实际中间产品进口额， ｋ ＝ １， ２， ３
分别表示贸易企业属于一般贸易进出口企业、 加工贸易进出口企业以及混合贸易进

出口企业。
２􀆰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及其测度

基于本文研究需要， 营商环境是最为核心的也是本文最为关注的解释变量

（Ｂｅ）。 与此同时， 借鉴现有关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影响因素的研究， 考虑到

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上， 本文不仅纳入了可能影响企业出口国

内增加值的反映企业自身特征的变量， 诸如企业规模变量 （ Ｓｉｚｅ）、 企业年龄变

量 （Ａｇｅ）、 贸易方式变量 （Ｔｍ） 等， 同时还纳入了可能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

值的外部环境变量， 包括贸易自由化变量 （ＴＬ）、 所在行业竞争程度变量 （ＨＩ）
以及所在地区的外资利用情况变量 （ＦＤＩ）。 其中， 企业规模变量采用出口企业当

年总销售额的对数表示； 企业年龄变量采用企业成立的实际年限表示； 贸易方式变

量采用企业出口加工贸易额与企业出口总额之比表示； 贸易自由化变量借鉴余淼杰

（２０１０） ［１０］的做法， 采用进口贸易渗透率表示； 所在行业竞争程度变量采用 ４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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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行业计算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表示； 出口企业所在地区的外资利用情况

变量， 采用所在地区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存量额与当期 ＧＤＰ 的比值表示。
（二） 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如下：
ｄｖａｉｊｔ ＝ α０ ＋ β０Ｂｅｔ ＋ β１Ｓｉｚｅｉｊｔ ＋ β２Ａｇｅｉｊｔ ＋ β３Ｔｍｉｊｔ ＋ β４Ｔｌｔ

＋ β５ＨＩ ｊｔ ＋ β６ＦＤＩｔ ＋ ηｉ ＋ η ｊ ＋ εｉｔ

（２）

其中， 下标 ｉ、 ｔ 分别表示企业、 年份， ｊ 表示企业所在行业， ｄｖａ 表示企业出

口国内增加值率， 其他各变量的含义如前文所述。 在后文的实证过程中， 为降低数

据的波动性， 在不影响估计结果的情况下， 本文对部分变量包括营商环境指数、 企

业规模变量以及企业年龄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 并且充分考虑了企业层面固定

效应、 行业层面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三）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采用的微观数据主要包括两套数据库： 一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二是

中国海关数据库。 样本涵盖年份区间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 这两套数据库为本文研

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 中国工业企业数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中的

企业代码分属于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 因此无法直接采用企业代码对两套数据

库进行变量匹配。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存在数据缺失和数据异常等问题，
本文参照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 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前提下， 对原始数据进行清

理， 包括删除缺失重要经济指标的观测值、 删除从业人数少于 ８ 人的企业、 删

除符合流动资产高于总资产、 固定资产合计大于总资产、 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总

资产、 当前累计折旧大于累计折旧中任何一个条件的企业、 删除没有识别编号

的企业等。 此外， 本文借鉴田巍等 （２０１３） ［１１］的做法对两套数据库进行数据匹配，
并采用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０６） ［１２］的处理方法， 解决企业过度出口和过度进口问题，
据此测算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其他反映企业自身变量特征的数据均来自这两

个数据库。 营商环境指数来自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各国历年营商环境， 营商环

境指数的构成是综合各维度的指标， 是开办企业便利度、 办理施工许可、 获得电

力、 对少数投资者的保护、 纳税的保证以及跨境贸易便利化等各指标的综合指

数①。 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营商环境指数的数据年份为 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年， 为了与

上述两套微观数据库匹配， 本文选取了其中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的中国营商环境指数。
测度贸易自由化变量所用到的基础数据来自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即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 《中国统计年鉴》 提供的中国进口贸易额占同期 ＧＤＰ 之比表示。
测度出口企业所在地区的外资利用情况， 所用到的基础数据来自省际层面的历年

统计年鉴， 即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省际层面上实际利用 ＦＤＩ 存量额与 ＧＤＰ 之比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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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１显示了基准模型的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回归结果。 为避免可能的异方

差等问题带来的不良影响， 本文在估计过程中采用了企业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表 １　 ＯＬＳ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Ｂｅ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２７∗∗∗

（３􀆰 ７５） （４􀆰 ３２） （３􀆰 １９） （５􀆰 ３１） （３􀆰 ２８） （４􀆰 ６８）

Ｓｉｚｅ — ０􀆰 ０１７１∗∗ — ０􀆰 ０１６８∗∗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１６３∗∗

（２􀆰 ２８） （２􀆰 ９２） （２􀆰 ４７） （２􀆰 ５８）

Ａｇｅ — ０􀆰 ０００７∗ —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５∗∗

（１􀆰 ９８） （２􀆰 １２） （１􀆰 ９３） （２􀆰 ５６）

Ｔｍ — －０􀆰 １９０１∗ — －０􀆰 １８７３∗ －０􀆰 １７５５∗ －０􀆰 １８２４∗

（２􀆰 ５１） （２􀆰 ４４） （２􀆰 ７９） （２􀆰 ８４）

ＴＬ — ０􀆰 ０８６１∗ — ０􀆰 ０８１５∗ ０􀆰 ０８３５∗ ０􀆰 ０７７９∗

（２􀆰 ８２） （２􀆰 ４７） （２􀆰 ５５） （２􀆰 ３６）

ＨＩ — －０􀆰 １２０７∗ — －０􀆰 １３０１∗ －０􀆰 １１０８∗ －０􀆰 １２１３∗

（－２􀆰 ５９） （－２􀆰 １４） （－２􀆰 ２８） （－２􀆰 ３３）

ＦＤＩ — ０􀆰 ０９１５∗∗∗ — ０􀆰 ０９２２∗∗∗ ０􀆰 ０８８７∗∗∗ ０􀆰 ０９０１∗∗∗

（３􀆰 ４３） （３􀆰 ５９） （３􀆰 ８２） （３􀆰 ６１）

常数项 — ０􀆰 ０５１４∗∗∗ — ０􀆰 ０５３８∗∗∗ ０􀆰 ０５２１∗∗∗ ０􀆰 ０５０９∗∗∗

（２􀆰 １５） （２􀆰 ５８） （２􀆰 ７９） （２􀆰 ３６）
企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３０１ ８７４ ３０１ ８７４ ３０１ ８７４ ３０１ ８７４ ３０１ ８７４ ３０１ ８７４

Ｒ２ ０􀆰 ２３５ ０􀆰 ２１８ ０􀆰 １９４ ０􀆰 ２０７ ０􀆰 ３１２ ０􀆰 ２１９

注： 估计系数下括号内的数字为系数估计值的 ｔ统计量； ∗、∗∗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最后一列的估计结果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的同时， 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 主要是考虑可能具有的群组效应。

表 １第 （１） 列的回归结果， 是在仅考虑营商环境这一关键解释变量而未纳入

其他影响因素， 并且没有控制其他固定效应的条件下进行估计所得； 第 （２） 列是

在同时纳入其他影响因素但未控制其他固定效应的条件下进行回归估计所得； 第

（３） 列是在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并且仅考虑营商环境这一核心解释变量时所得的

回归估计结果； 第 （４） — （６） 列是在纳入其他影响因素并依次控制企业固定效

应、 时间固定效应以及行业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行回归估计所得。 回归结果总体显

示， 营商环境指数在各列中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

统计检验， 说明这一关键的核心解释变量在各列中的回归结果较为稳定。 以第

（６） 列的回归结果为例， 在考虑了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并控制了各种固定效应后，
营商环境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 ０􀆰 ００２７ 并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验， 说明一国营商环

境的优化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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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统广义矩 （ＧＭＭ） 回归估计结果

从经济惯性角度看， 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动往往具有延续性特征， 即上一

期的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会对本期产生影响， 为此， 本文在计量模型 （２） 中纳

入滞后一期的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作为解释变量， 得到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ｄｖａｉｊｔ ＝ α０ ＋ α１ｄｖａｉｊｔ －１ ＋ β０Ｂｅｔ ＋ β１Ｓｉｚｅｉｊｔ ＋ β２Ａｇｅｉｊｔ ＋ β３Ｔｍｉｊｔ

　 　 　 　 　 　 　 ＋ β４Ｔｌｔ ＋ β５ＨＩ ｊｔ ＋ β６ＦＤＩｔ ＋ ηｉ ＋ ηｔ ＋ η ｊ ＋ εｉｔ （３）
针对动态面板数据的 ＧＭＭ估计方法中， 系统 ＧＭＭ （ＳＧＭＭ） 可以提高估计效

率。 据此， 本文采用 ＳＧＭＭ估计方法对计量模型 （３） 进行回归估计， 所得估计结

果见表 ２。

表 ２　 系统 ＧＭＭ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ｖａ （－１） 　 ０􀆰 ７３５１∗∗∗ 　 ０􀆰 ７２９６∗∗∗ 　 ０􀆰 ７５３９∗∗∗ 　 ０􀆰 ７６４４∗∗∗ 　 ０􀆰 ７８２３∗∗∗ 　 ０􀆰 ７５３７∗∗∗

（３􀆰 １８） （３􀆰 ６４） （３􀆰 ７７） （３􀆰 ８２） （３􀆰 ５６） （３􀆰 ２７）

Ｂｅ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３∗∗∗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２３∗∗∗

（３􀆰 ７７） （４􀆰 １２） （３􀆰 ８９） （４􀆰 ５３） （３􀆰 ７６） （４􀆰 ２５）

Ｓｉｚｅ — ０􀆰 ０１６０∗∗ — ０􀆰 ０１５５∗∗ ０􀆰 ０１５８∗∗ ０􀆰 ０１６１∗∗

（２􀆰 ３７） （２􀆰 ５８） （２􀆰 ６９） （２􀆰 ５１）

Ａｇｅ —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５∗∗

（１􀆰 ９２） （１􀆰 ９７） （１􀆰 ９５） （２􀆰 ４６）

Ｔｍ — －０􀆰 １８７６∗ — －０􀆰 １８９５∗ －０􀆰 １９２１∗ －０􀆰 １９０３∗

（－２􀆰 ３７） （－２􀆰 ４３） （－２􀆰 ２８） （－２􀆰 ６９）

ＴＬ — ０􀆰 ０６８５∗ — ０􀆰 ０７６３∗ ０􀆰 ０７８２∗ ０􀆰 ００８２５∗

（２􀆰 ３９） （２􀆰 ４７） （２􀆰 ５９） （２􀆰 ３３）

ＨＩ — －０􀆰 １０１５∗ — －０􀆰 ０９８４∗ －０􀆰 １０２３∗ －０􀆰 ０９５８∗

（－２􀆰 ６４） （－２􀆰 １８） （－２􀆰 ５２） （－２􀆰 ２７）

ＦＤＩ — ０􀆰 ０８９３∗∗∗ — ０􀆰 ０９０５∗∗∗ ０􀆰 ０９１６∗∗∗ ０􀆰 ０９０８∗∗∗

（３􀆰 ６２） （３􀆰 ７３） （３􀆰 ２８） （３􀆰 ５４）

常数项 — ０􀆰 ０５１９∗∗∗ — ０􀆰 ０５２１∗∗∗ ０􀆰 ０５０３∗∗∗ ０􀆰 ０５３７∗∗∗

（２􀆰 １８） （２􀆰 ３９） （２􀆰 １８） （２􀆰 ６４）
企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２６５ ３２８ ２６５ ３２８ ２６５ ３２８ ２６５ ３２８ ２６５ ３２８ ２６５ ３２８

ＡＲ （１）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３８２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３９１ ０􀆰 ０６５３ ０􀆰 ０３１７

ＡＲ （２） ０􀆰 ６０１７ ０􀆰 ５３２６ ０􀆰 ４８２１ ０􀆰 ４６９３ ０􀆰 ５１３２ ０􀆰 ３８５９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统计量
０􀆰 ９９３３ ０􀆰 ９８８５ ０􀆰 ９９２８ ０􀆰 ９９６２ ０􀆰 ９９０７ ０􀆰 ９９２４

Ｗａｌｄ－χ２
２ ３５１􀆰 ３７ ５ ８３６􀆰 ９２ ３ ５１８􀆰 ３５ ４ １２７􀆰 ５６ ４ ３５５􀆰 ２９ ４８３２􀆰 ７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注： 估计系数下括号内的数字为系数估计值的 ｔ统计量； ∗、∗∗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 ２各栏显示的结果看， 基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判断： 第一， 由于滞

后一期的 Ｄｖａ系数估计值在各列中都显著为正， 并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

统计检验， 说明出口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确实存在惯性影响， 更确切地说， 出

口企业的当期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会对下一期产生影响。 这一估计结果在某种程度上

０２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



也说明了以出口增加值率提升为表征的经济效应改善， 需要立足现实， 遵循于循序

渐进的经济规律。 第二， 营商环境变量 Ｂｅ 的系数估计值在各列的回归结果中依然

显著为正， 说明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确实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第

三， 其他解释变量， 在不同列中也表现出较高的稳定性， 即其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率

的影响并没有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形。 总体来看， 采用系统 ＧＭＭ回归估计所得结

果， 与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以及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ＴＳＬＳ） 估计结果具有较高的

一致性和稳定性， 说明计量检验结果所揭示的营商环境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

效应， 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四、 机制检验

营商环境之所以能够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影响， 可能源自于两个方面

的作用机制： 一是伴随营商环境优化所带来的价值链迁移效应 （ＧＶＣＬ）； 二是营

商环境优化有助于激活企业的创新行为和活动 （ＩＮ）。 为了检验上述两个作用机制

是否真实存在并发挥作用， 本文借鉴方杰等 （２００４） ［１３］使用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

验。 一般而言， 检验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首先检验总效应，
也就是说， 计量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第二步是计量

检验核心解释变量是否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影响， 即构建以中介变量为被解释变量

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回归； 第三步是进行显著性的联合检验， 即同时将中介变化和本

文最为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引入计量方程， 然后对被解释变量进

行回归。 如果在上述各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中， 核心解释变量始终显著且表现出影

响方向的一致性， 并且在联合性显著检验中， 中介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同样能够通过

显著性检验的话， 那么基本可以认为中介作用机制是存在的， 即本文最为关注的核心

解释变量确实通过中介变量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了影响。 基于此， 本文构建

如下中介效应模型以实证分析营商环境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中介作用机制：
ｄｖａｉＶｊｔ ＝ α０ ＋ α１Ｂｅｔ ＋ α２Ｓｉｚｅｉｊｔ ＋ α３Ａｇｅｉｊｔ ＋ α４Ｔｍｉｊｔ ＋ α５Ｔｌｔ

　 　 　 　 　 ＋ α６ＨＩ ｊｔ ＋ α７ＦＤＩｔ ＋ ηｉ ＋ ηｔ ＋ η ｊ ＋ εｉｔ （４）
ＧＶＣＬｈｔ ＝ β０ ＋ β１Ｂｅｔ ＋ β２Ｓｉｚｅｉｊｔ ＋ β３Ａｇｅｉｊｔ ＋ β４Ｔｍｉｊｔ ＋ β５Ｔｌｔ

　 　 　 　 　 　 ＋ β６ＨＩ ｊｔ ＋ β７ＦＤＩｔ ＋ ηｉ ＋ ηｔ ＋ η ｊ ＋ εｉｔ （５）
ＩＮｈｔ ＝ γ０ ＋ γ１Ｂｅｔ ＋ γ２Ｓｉｚｅｉｊｔ ＋ γ３Ａｇｅｉｊｔ ＋ γ４Ｔｍｉｊｔ ＋ γ５Ｔｌｔ

　 　 　 　 　 ＋ γ６ＨＩ ｊｔ ＋ γ７ＦＤＩｔ ＋ ηｉ ＋ ηｔ ＋ η ｊ ＋ εｉｔ （６）
ｄｖａｉｊｔ ＝ φ０ ＋ φ１ＧＶＣＬｈｔ ＋ φ２ＩＮｉｊｔ ＋ φ３Ｂｅｔ ＋ φ４Ｓｉｚｅｉｊｔ ＋ φ５Ａｇｅｉｊｔ ＋ φ６Ｔｍｉｊｔ

　 　 　 　 　 ＋ φ７Ｔｌｔ ＋ φ８Ｔｌｔ ＋ φ９ＨＩ ｊｔ ＋ φ１０ＦＤＩｔ ＋ ηｉ ＋ ηｔ ＋ η ｊ ＋ εｉｔ （７）
其中， 模型 （４） 中的 ＧＶＣＬ 指全球价值链迁移指数， 模型 （４） 中的 ＩＮ 代表

企业的创新能力指数。 关于 ＧＶＣＬ 变量指标的测度方法， 本文借鉴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 ［１４］提出的全球价值链长度测算方法。 本文认为， 全球价值链向一国的依次

梯度转移， 实际上就是价值链不断延长即价值链长度不断延长的过程， 因此一国全

球价值链长度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价值链迁移状况。 关于 ＩＮ 变量指标的

测度方法， 本文借鉴安同良和千慧雄 （２０１４） 的做法， 采用企业新产品销售额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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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销售总额的比重表示。 据此， 依据模型 （３）、 （４）、 （５）、 （６） 进行的中介效

应检验结果见表 ３。 表 ３的检验结果显示， 营商环境优化的确通过价值链迁移效应

和企业创新效应影响着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表 ３　 中介作用机制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ｄｖａ （－１） ０􀆰 ７８３２∗∗ — — ０􀆰 ７８３７∗∗∗

（２􀆰 ７３） （３􀆰 ５９）

Ｂｅ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８２４∗∗ ０􀆰 ０７３５∗∗ ０􀆰 ０００９∗∗

（４􀆰 ５８） （２􀆰 ５３） （２􀆰 ０９） （２􀆰 ８１）

ＧＶＣＬ — — — ０􀆰 ０２８４∗∗

（２􀆰 ４４）

ＩＮ — — — ０􀆰 ０６７９∗∗

（２􀆰 １７）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０７５∗∗ ０􀆰 １０２９∗∗ ０􀆰 ００８８∗∗

（２􀆰 ３７） （２􀆰 ０８） （２􀆰 ３７） （２􀆰 ５１）

Ａｇｅ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０３∗
（１􀆰 ９２） （１􀆰 ９５） （２􀆰 １９） （１􀆰 ９７）

Ｔｍ
－０􀆰 １８７６∗ －０􀆰 １５７９∗∗ －０􀆰 ７４５４∗ －０􀆰 １３２５∗

（－２􀆰 ３７） （－２􀆰 １２） （－１􀆰 ９８） （－１􀆰 ９５）

ＴＬ ０􀆰 ０６８５∗∗ ０􀆰 ０２１８∗ ０􀆰 ７３６１∗∗ ０􀆰 ０１７９∗

（２􀆰 ３９） （１􀆰 ９３） （２􀆰 ３６） （１􀆰 ９６）

ＨＩ
－０􀆰 １０１５∗∗ －０􀆰 ２２１９∗∗ －０􀆰 １８８５∗ －０􀆰 ０８２４∗

（－２􀆰 ６４） （－２􀆰 １８） （－１􀆰 ９３） （－１􀆰 ９２）

ＦＤＩ ０􀆰 ０８９３∗∗∗ ０􀆰 ０２１９∗∗ ０􀆰 ８８６３∗∗ ０􀆰 ０２８５∗∗∗

（３􀆰 ６２） （２􀆰 ７５） （２􀆰 ８９） （３􀆰 ７３）

常数项
０􀆰 ０５１９∗∗∗ ０􀆰 ０４１７∗∗ ０􀆰 ３６６９∗∗ ０􀆰 ０２５８∗∗

（２􀆰 １８） （２􀆰 ５９） （２􀆰 ６３） （２􀆰 ８５）
企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观测值 ２６５ ３２８ ２６５ ３２８ ２６５ ３２８ ２６５ ３２８

ＡＲ （１）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３８２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３９１

ＡＲ （２） ０􀆰 ６０１７ ０􀆰 ５３２６ ０􀆰 ４８２１ ０􀆰 ４６９３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统计量
０􀆰 ９９３３ ０􀆰 ９８８５ ０􀆰 ９９２８ ０􀆰 ９９６２

Ｗａｌｄ－χ２
２ ３５１􀆰 ３７ ５ ８３６􀆰 ９２ ３ ５１８􀆰 ３５ ４ １２７􀆰 ５６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注： 估计系数下括号内的数字为系数估计值的 ｔ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五、 拓展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并得出更为详

细的结论， 本文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 对全样本按照不同属性进行分类， 然后进行

分组回归， 据此考察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异质性影响， 同时也

是对前文分析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在分样本层面上的进一步检验。 对此， 本文对全样

本企业按照四种属性进行划分： 一是按照出口企业所属贸易类型， 将全样本分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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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贸易型企业、 加工贸易型企业以及混合贸易型企业； 二是按照出口企业所有制类

型， 将全样本分为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以及国有企业； 三是按照企业所属行业性

质， 将全样本分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 四是按

照企业所属地区， 将全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企业、 中部地区企业以及西部地区企业。

表 ４　 基于贸易类型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１）

一般贸易型
（２）

一般贸易型
（３）

加工贸易型
（４）

加工贸易型
（５）

混合贸易型
（６）

混合贸易型

Ｄｖａ （－１） 　 ０􀆰 ７１７９∗∗∗ 　 ０􀆰 ７２３９∗∗∗ 　 ０􀆰 ７５１７∗∗∗ 　 ０􀆰 ７３２１∗∗∗ 　 ０􀆰 ７４１２∗∗∗ 　 ０􀆰 ７３６６∗∗∗

（３􀆰 ５８） （３􀆰 ２７） （３􀆰 ４４） （３􀆰 ６９） （３􀆰 ７１） （３􀆰 ２５）

Ｂｅ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２４∗∗∗

（３􀆰 ２５） （３􀆰 ６７） （３􀆰 ５４） （４􀆰 １１） （３􀆰 １７） （３􀆰 ６７）

Ｓｉｚｅ — ０􀆰 ０１５７∗∗ — ０􀆰 ０１２９∗∗ — ０􀆰 ０１７４∗∗

（２􀆰 ５８） （２􀆰 ４３） （２􀆰 ３５）

Ａｇｅ — ０􀆰 ０００３∗ — ０􀆰 ０００６∗ — ０􀆰 ０００５∗

（１􀆰 ９５） （１􀆰 ９３） （１􀆰 ９７）

Ｔｍ — －０􀆰 １９０１∗ — －０􀆰 １７３６∗ — －０􀆰 １８２５∗

（－２􀆰 ５５） （－２􀆰 １９） （－２􀆰 ３３）

ＴＬ — ０􀆰 ０６２９∗ — ０􀆰 ０７３２∗ — ０􀆰 ０６９８∗

（２􀆰 ７３） （２􀆰 ６８） （２􀆰 ５１）

ＨＩ — －０􀆰 ０８７４∗ — －０􀆰 ０７２８∗ — －０􀆰 ０８３５∗

（－２􀆰 ７３） （－２􀆰 ６２） （－２􀆰 ５１）

ＦＤＩ — ０􀆰 ０８１７∗∗∗ — ０􀆰 ０８２５∗∗∗ — ０􀆰 ０８９６∗∗∗

（３􀆰 ５９） （３􀆰 ８４） （４􀆰 ３５）

常数项
０􀆰 ０３７９∗∗∗ ０􀆰 ０４５２∗∗∗ ０􀆰 ０４１９∗∗∗ ０􀆰 ０６２８∗∗∗ ０􀆰 ０３８７∗∗∗ ０􀆰 ０３２７∗∗∗

（２􀆰 １８） （２􀆰 ５６） （２􀆰 ６２） （２􀆰 ２７） （２􀆰 ６１） （２􀆰 ３５）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０ １２６ ８０ １２６ ７９ ３３２ ７９ ３３２ １０５ ８７０ １０５ ８７０
ＡＲ （１） 　 ０􀆰 ０５１８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３２９ 　 ０􀆰 ０４０９ 　 ０􀆰 ０５２８ 　 ０􀆰 ０８３７
ＡＲ （２） ０􀆰 ５６５８ ０􀆰 ６２５７ ０􀆰 ４３５９ ０􀆰 ４６４８ ０􀆰 ５３２７ ０􀆰 ４１５８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统计量
０􀆰 ９９２６ ０􀆰 ９８７３ ０􀆰 ９８６７ ０􀆰 ９９３１ ０􀆰 ９９４９ ０􀆰 ９８９６

Ｗａｌｄ－χ２
３ ５２６􀆰 ３１ ４ ３２１􀆰 ８６ ３ ６８７􀆰 ２９ ４ ０２８􀆰 ６７ ３ ５３１􀆰 ２９ ４ １３７􀆰 ９８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注： 估计系数下括号内的数字为系数估计值的 ｔ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 ４显示的是基于贸易类型的分样本回归估计结果， 在对每种贸易类型企业的

分样本进行估计时， 与前文保持一致的做法， 即首先只考虑营商环境单一因素作用

时进行的回归估计， 然后再同时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时进行的回归估计。 以下基于其

他方式进行的分样本估计， 在报告回归估计结果时， 也遵循同样的逻辑， 后文不再

赘述。 从表 ４可以看出， 营商环境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或者说

作用力有所差异。 具体而言， 营商环境优化对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的影响最大， 其次是对混合贸易型企业的影响， 最后是对一般贸易型企业的影响。
因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关系的密切程度有差别， 从而受到营商环境影响的程度也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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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一般而言， 加工贸易作为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最为典型的表现和方式

之一， 加工贸易型企业可能受到营商环境的影响要多于其他类型的贸易企业。 从这

一意义上来说， 优化营商环境对于推动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更加重要和积极

的意义。 加工贸易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方式， 在中国出口贸

易的发展中一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但长期以来由于其附加值相对较低从而成

为被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过程中， 依托营商环境优化， 加快

推动加工贸易型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 提升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和经济效益， 不失

为重要的路径选择之一。

表 ５　 基于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１）

外资企业
（２）

外资企业
（３）

民营企业
（４）

民营企业
（５）

国有企业
（６）

国有企业

Ｄｖａ （－１） 　 ０􀆰 ７２１９∗∗∗ 　 ０􀆰 ７３４４∗∗∗ 　 ０􀆰 ７６２８∗∗∗ 　 ０􀆰 ７４３５∗∗∗ 　 ０􀆰 ７３６９∗∗∗ 　 ０􀆰 ７５２１∗∗∗

（３􀆰 ４４） （３􀆰 １７） （３􀆰 ２９） （３􀆰 ５３） （３􀆰 ２６） （３􀆰 １７）

Ｂｅ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１９∗∗∗

（３􀆰 １４） （３􀆰 ５１） （３􀆰 ６２） （３􀆰 １８） （４􀆰 ２５） （３􀆰 １６）

Ｓｉｚｅ — ０􀆰 ０１５２∗∗ —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１２８∗∗

（２􀆰 ２４） （２􀆰 ０９） （２􀆰 ４３）

Ａｇｅ — ０􀆰 ０００６∗ —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０５∗∗

（１􀆰 ９７） （２􀆰 ５７） （２􀆰 ３７）

Ｔｍ — －０􀆰 １８０３∗ — －０􀆰 １６２７∗ －０􀆰 １８５４∗

（－２􀆰 ２５） （－２􀆰 ６４） （－２􀆰 ３７）

ＴＬ — ０􀆰 ０６３９∗ — ０􀆰 ０６１８∗ ０􀆰 ０７２１∗

（２􀆰 １９） （２􀆰 ３３） （２􀆰 ５４）

ＨＩ — －０􀆰 ０８５４∗ — －０􀆰 ０９３５∗ －０􀆰 ０８４２∗

（－２􀆰 １７） （－２􀆰 ５３） （－２􀆰 ７１）

ＦＤＩ — ０􀆰 ０８２７∗∗∗ — ０􀆰 ０８９１∗∗∗ ０􀆰 ０９１５∗∗∗

（３􀆰 ５３） （３􀆰 ７６） （３􀆰 ２６）

常数项 — ０􀆰 ０３２８∗∗∗ — ０􀆰 ０４１７∗∗∗ ０􀆰 ０６５２∗∗∗

（２􀆰 ２５） （２􀆰 １７） （２􀆰 ８５）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５ ６３８ ６５ ６３８ １０１ ３２２ １０１ ３２２ ９８ ３６８ ９８ ３６８
ＡＲ （１）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３８２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３９１ 　 ０􀆰 ０６５３ 　 ０􀆰 ０３１７
ＡＲ （２） ０􀆰 ６０１７ ０􀆰 ５３２６ ０􀆰 ４８２１ ０􀆰 ４６９３ ０􀆰 ５１３２ ０􀆰 ３８５９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统计量
０􀆰 ９９３３ ０􀆰 ９８８５ ０􀆰 ９９２８ ０􀆰 ９９６２ ０􀆰 ９９０７ ０􀆰 ９９２４

Ｗａｌｄ－χ２
２ ３５１􀆰 ３７ ５ ８３６􀆰 ９２ ３ ５１８􀆰 ３５ ４ １２７􀆰 ５６ ４ ３５５􀆰 ２９ ４ ８３２􀆰 ７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注： 估计系数下括号内的数字为系数估计值的 ｔ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 ５显示的是基于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分样本回归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营商环境

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和作用力同样有所差别。 具体来看，
在民营企业的分样本估计结果中， 只考虑营商环境一种因素时， 其系数估计值为

０􀆰 ００３５， 在同时考虑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后， 其系数估计值为 ０􀆰 ００３３， 并且均具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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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性影响。 这一系数估计值均高于其他两种类型的分样本系数估计结果， 说明营商环

境优化对民营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最大， 其次是对外资出口企业的影响， 最

后是对国有企业的影响。 引致上述差异可能的原因在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所处地位不

同， 从而对营商环境的敏感性不尽相同， 比如长期以来， 各地在引进外资上会出台很

多的优惠政策， 而这些优惠政策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是不存在的。 与国有企业相比， 民

营企业在融资等方面也是一直处于劣势。 因此， 营商环境优化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

促进作用更显著。 由于外资企业进入所带来的不仅是资金， 而是与资金一同进入的一

揽子生产要素如技术、 知识等， 这些生产要素的层次和质量对营商环境的要求会比较

敏感， 或者说将何种生产环节和阶段通过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方式转移至国内，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营商环境的影响。 营商环境越优越， 越有助于跨国公司将更高端

的生产环节和阶段配置到国内， 从而也更加有助于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的释放， 有助于

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表 ６　 基于企业所属行业性质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１）

劳动密集型
（２）

劳动密集型
（３）

资本密集型
（４）

资本密集型
（５）

技术密集型
（６）

技术密集型

Ｄｖａ （－１） 　 ０􀆰 ７５１３∗∗∗ 　 ０􀆰 ７２６６∗∗∗ 　 ０􀆰 ７１３９∗∗∗ 　 ０􀆰 ７５２８∗∗∗ 　 ０􀆰 ７６１７∗∗∗ 　 ０􀆰 ７４２７∗∗∗

（３􀆰 ６９） （３􀆰 ７３） （３􀆰 ８８） （３􀆰 ４９） （３􀆰 ４８） （３􀆰 ５５）

Ｂｅ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６∗∗∗

（３􀆰 ８） （３􀆰 ２５） （３􀆰 ３６） （４􀆰 １９） （３􀆰 ４２） （４􀆰 ３１）

Ｓｉｚｅ — ０􀆰 ０１３８∗∗ — ０􀆰 ０１４１∗∗ — ０􀆰 ０１５３∗∗

（２􀆰 ８２） （２􀆰 ７５） （２􀆰 ６６）

Ａｇｅ — ０􀆰 ０００７∗ — ０􀆰 ０００５∗ — ０􀆰 ０００６∗∗

（１􀆰 ９５） （１􀆰 ９３） （２􀆰 ３１）

Ｔｍ — －０􀆰 １８０７∗ — －０􀆰 １８２３∗ — －０􀆰 １８１５∗

（－２􀆰 ４１） （－２􀆰 ２８） （－２􀆰 １４）

ＴＬ — ０􀆰 ０６３９∗ — ０􀆰 ０７２４∗ — ０􀆰 ００６９３∗

（２􀆰 ２８） （２􀆰 ６７） （２􀆰 ５１）

ＨＩ — －０􀆰 １１３２∗ — －０􀆰 ０９２７∗ — －０􀆰 ０９０３∗

（－２􀆰 ５３） （－２􀆰 ２４） （－２􀆰 ６７）

ＦＤＩ — ０􀆰 ０８５２∗∗∗ — ０􀆰 ０９１４∗∗∗ — ０􀆰 ０９２１∗∗∗

（３􀆰 ２８） （３􀆰 ６９） （３􀆰 １７）

常数项
０􀆰 ０８２４∗∗∗ ０􀆰 ０６５７∗∗∗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６１９∗∗∗ ０􀆰 ０４３８∗ ０􀆰 ０８１７∗∗∗

（２􀆰 ２７） （２􀆰 ６３） （２􀆰 ５６） （２􀆰 ２７） （１􀆰 ９４） （２􀆰 ３５）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９０ ３６２ ９０ ３６２ １０５ １０２ １０５ １０２ ６９ ８６４ ６９ ８６４

ＡＲ （１） 　 ０􀆰 １０３１ 　 ０􀆰 ０８５４ 　 ０􀆰 ０６３７ 　 ０􀆰 ０４２５ 　 ０􀆰 ０５３９ 　 ０􀆰 ０６７１

ＡＲ （２） ０􀆰 ５８２７ ０􀆰 ５０７４ ０􀆰 ４３５５ ０􀆰 ４２８４ ０􀆰 ５０１７ ０􀆰 ４３２９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统计量
０􀆰 ９８２６ ０􀆰 ９９３８ ０􀆰 ９８５９ ０􀆰 ９９８４ ０􀆰 ９８７６ ０􀆰 ９９６１

Ｗａｌｄ－χ２
３ ４１８􀆰 ３６ ３ ９８５􀆰 ７３ ３ ２５７􀆰 ３１ ４ ０２１􀆰 ８２ ３ ５９８􀆰 ６７ ４ １２８􀆰 ７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注： 估计系数下括号内的数字为系数估计值的 ｔ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５２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 １１期 经贸论坛



表 ６显示的是基于企业所属行业性质的分样本回归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企业

所属行业性质不同， 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营商环境的敏感性也不尽相同。 具体而

言， 技术密集型企业对营商环境最为敏感， 或者说营商环境越优化， 越有助于技术

密集型企业提升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企业， 最后是劳动密集型

企业。 这一结果与前文分析外资企业时提出的高端生产要素对营商环境更为敏感的

逻辑是一致的。 因为越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 其发展所依赖的高端和先进生产

要素就越多， 依赖的程度也越高， 而高端和先进生产要素与一般生产要素最根本的

不同之处就在于， 其创新特征比较明显， 而能否激发出创新行为， 则在很大程度上

受到营商环境的影响， 比如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 从这一角度看， 优化营商

环境的意义其实不仅仅在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而且对于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 促进产业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端攀升， 也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

表 ７　 基于企业所属地区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１）

东部地区
（２）

东部地区
（３）

中部地区
（４）

中部地区
（５）

西部地区
（６）

西部地区

Ｄｖａ （－１） 　 ０􀆰 ７３５９∗∗∗ 　 ０􀆰 ７１３７∗∗∗ 　 ０􀆰 ７２５１∗∗∗ 　 ０􀆰 ７４０８∗∗∗ 　 ０􀆰 ７５２３∗∗∗ 　 ０􀆰 ７２６４∗∗∗

（３􀆰 ５３） （３􀆰 ６４） （３􀆰 ３７） （３􀆰 ９５） （３􀆰 ２７） （３􀆰 ６８）

Ｂｅ ０􀆰 ００３５∗∗∗ ０􀆰 ００３１∗∗∗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２１∗∗∗ ０􀆰 ００１９∗∗∗

（４􀆰 １６） （３􀆰 ２８） （４􀆰 ３７） （３􀆰 ６６） （３􀆰 ５１） （３􀆰 ８９）

Ｓｉｚｅ — ０􀆰 ０１３１∗∗ — ０􀆰 ０１４４∗∗ — ０􀆰 ０１５７∗∗

（２􀆰 ６３） （２􀆰 ３７） （２􀆰 ７１）

Ａｇｅ — ０􀆰 ０００４∗ — ０􀆰 ０００３∗ — ０􀆰 ０００６∗∗

（１􀆰 ９５） （１􀆰 ９３） （２􀆰 ２８）

Ｔｍ — －０􀆰 １９２１∗ — －０􀆰 １８７４∗ — －０􀆰 １９２６∗

（－２􀆰 ５９） （－２􀆰 ６８） （－２􀆰 ３７）

ＴＬ — ０􀆰 ０６２７∗ — ０􀆰 ０７１２∗ — ０􀆰 ０６９３∗

（２􀆰 ２８） （２􀆰 ５９） （２􀆰 ４２）

ＨＩ — －０􀆰 ０８７９∗∗ — －０􀆰 ０９３１∗∗ — －０􀆰 ０９１６∗∗

（－２􀆰 ８２） （－２􀆰 ５４） （－２􀆰 ３３）

ＦＤＩ — ０􀆰 ０８６７∗∗∗ — ０􀆰 ０８５９∗∗∗ — ０􀆰 ０８３６∗∗∗

（３􀆰 ５７） （３􀆰 ８２） （３􀆰 １７）

常数项
０􀆰 ０３９１∗∗∗ ０􀆰 ０５３１∗∗∗ ０􀆰 ０５２１∗∗∗ ０􀆰 ０５８４∗∗∗ ０􀆰 ０５２９∗∗∗ ０􀆰 ０５０７∗∗∗

（２􀆰 ４３） （２􀆰 １８） （２􀆰 ７５） （２􀆰 ８３） （２􀆰 ６２） （２􀆰 ３７）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９８ ６３８ １９８ ６３８ ５４ ８６２ ５４ ８６２ １１ ８２８ １１ ８２８

ＡＲ （１） 　 ０􀆰 ０５７９ 　 ０􀆰 ０４３１ 　 ０􀆰 ０５３７ 　 ０􀆰 ０６９１ 　 ０􀆰 １３２１ 　 ０􀆰 ０９８５

ＡＲ （２） ０􀆰 ６３５５ ０􀆰 ５０２７ ０􀆰 ５８９６ ０􀆰 ６９１３ ０􀆰 ５８２４ ０􀆰 ４６３８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统计量

０􀆰 ９９０２ ０􀆰 ９９８５ ０􀆰 ９８７４ ０􀆰 ９９３７ ０􀆰 ９８９３ ０􀆰 ９９５６

Ｗａｌｄ－χ２
３ ９８１􀆰 ９６ ４ ６３７􀆰 ８２ ３３ ９８５􀆰 ７３ ４ ５３８􀆰 ５４ ４ ０２７􀆰 ３２ ４ ７３５􀆰 ２７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注： 估计系数下括号内的数字为系数估计值的 ｔ统计量；∗、∗∗和∗∗∗分别表示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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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显示的是基于企业所属地区的分样本回归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 分属不

同地区的出口企业， 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营商环境的敏感性同样有差异。 从营

商环境这一变量在不同分样本中的具体估计结果看， 东部地区的企业出口国内增

加值率对营商环境的敏感性最强， 也可以说， 营商环境优化对于东部地区的出口

企业来说， 更有助于其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其次是中部地区的出口企业， 最

后是西部地区的出口企业。 引致上述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区域发展的层次性和差

异性。 众所周知， 国内不同地区尤其是东、 中、 西部地区发展存在巨大差异， 而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和阶段地区的出口企业， 通常意味着其所处行业领域的要素密

集度特征和技术水平等方面也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地区的企

业， 对营商环境的要求显然不尽相同， 比如东部地区处于转型升级和迈向全球价

值链中高端的企业， 显然对营商环境的要求更高， 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于其进一步

发展以及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显得更为重要。 优化营商环境对于经济发展水平

不同的地区而言其意义并非完全相同， 要求和水准也不完全一致。 因此， 区域发

展的梯度差异性， 决定了即便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角度看， 优化营商环

境所起的作用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六、 结论及启示

经过改革开放 ４０ 年的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 但还不是贸易强国，
出口贸易附加值较低甚至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出现下降趋势的现象一直备受诟病。
因此， 面临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 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企

业微观层面看， 就是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因素

众多而复杂， 其中， 宏观层面的开放战略选择和政策设计， 就是重要影响因素之

一。 目前， 中国正在出台和落地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政策举措， 包括优化营商环

境。 那么优化营商环境能否对提升中国出口贸易的经济效应产生积极影响？ 是否

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测算了企业层面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计量检验了营商环境优化对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实际作用效果。
计量检验结果表明： 第一， 营商环境优化的确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显著

的积极作用， 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上述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

下依然成立； 第二， 从具体作用机制看， 营商环境优化会通过价值链迁移和创新

诱发的作用机制， 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第三， 营商环境优化对于不同贸

易类型、 不同所有制类型、 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以及不同地区的出口企业， 具有

明显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认识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因素， 而且

也为优化营商环境等扩大开放的政策举措提供了科学的经验证据， 对于如何从营

商环境优化角度探寻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对策， 也有着较强的政策启

示。 对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中国而言， 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

值率不能脱离全球分工体系， 或者说， 实现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需要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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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实现， 而不是在封闭条件下实现。 这就需要我国打造更加有利于吸引和集

聚全球优质生产要素的营商环境， 营造更加有助于创新驱动的营商环境， 构建对

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生产环节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 打造对全球创新人才和

要素更具吸引力的宜商宜居环境。 当然， 优化营商环境不可能脱离经济发展的具

体阶段和具体情况， 或者说营商环境的优化措施和具体政策必须能够与特定发展

阶段相匹配， 必须能够真正适应于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因此， 各地区还应根据

自身情况作出更加符合发展实践和阶段的针对性安排。 构建更加透明、 公开、 市

场化、 法制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必然会涉及到体制、 机制等制度性方面的

探索和完善， 而诸如此类的制度设计、 安排和完善， 显然要与地方经济发展的

实际阶段相结合， 与地方企业参与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具体活动相

结合， 与企业转型升级的实际需要相结合， 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营商环境优化

在促进企业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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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ＫＥＥ Ｈ Ｌ， ＴＡＮＧ Ｈ􀆰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１０６ （６）： １４０２－１４３６􀆰

［１３］ 方杰， 温忠麟， 张敏强 􀆰 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Ｊ］ ． 心理科学， ２０１７， ４０ （２）： ４７１－４７７􀆰

［１４］ ＷＡＮＧ Ｚ， ＷＥＩ Ｓ Ｊ， ＹＵ Ｘ Ｄ，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

［Ｒ］．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７， ２３２６１􀆰

（责任编辑　 王　 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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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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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ｒｏｂｕｓｔ ｕｎｄｅ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ｏ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ｈｅ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ｔｙｐ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ｙｐ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ｎ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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